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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话

65 年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成立，开创了近代华商保险

业的先河。近代华商保险业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受洋商

保险业的压制。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商保险界通过发展民族

保险业，开展维权兴国运动，与洋商保险界展开了歧视和反歧视、

压制和反压制、排挤和反排挤等一系列争利维权的斗争。

创建保险招商局，发展民族保险业

轮船招商局于 1872 年成立。1875 年由于福曼轮被撞沉，轮

船招商局损失惨重，但是，在船货保险和理赔方面却遭到外商保

险公司的歧视。为保障民族利益，反对洋商保险业的刁难，在招

商局总办唐廷枢和会办徐润等人倡议下，发起投股集资筹建保险

招商局，并超额完成集资。保险招商局的创建，打破了洋商保险

业长期独占中国保险市场的历史。为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实力，发

展民族保险业，又先后创办了仁和水险、济和火险。仁和水险公

司的招股公告，对与洋商竞争斗争的开拓精神做了阐述，得到国

人的支持，仁和保险公司的集资也超额完成，击败了同期发起集

资的洋商新宝裕保险公司，使其不得不退出中国保险市场。

成立保险同业公会组织，联合一致，

挽回利权

1905年，朱葆三、沈仲礼、谢纶辉、

施子英、李伯行等就集资设立华安保险

公司事宜认为，若不加快集资筹建保险

公司进程，华商保险业永无挽回权利之

日。于是，与洋商争利、挽回利权成为

华商保险界共同的意愿。1907 年，朱葆

三发起成立华商火险公会，华兴、华成、

华安、华通、源安、源盛、合众、万丰、

福安共 9 家华商保险公司参与，基于抵

御外侮、挽回利权的创立宗旨，成立了

首家中国人自己的保险同业公会组织，

华商保险界迈出了团结一致的重要一步。

1911 年，上海华商火险公会在保险界已

具较大影响力，为之后的民族保险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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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打下了基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华商银行业为主的金融

界均以挽回利权为创立宗旨创办了一系列的华商保险公司。

与洋商保险界抗衡，展开维权争利斗争

一是加强华商同业联合，积极推行分保、再保、联保业务。

近代华商保险公司规模较小，在洋商团体强势垄断下难以获得

大宗生意。为加强合作，1917 年，华商火险公会会员增加至 27

家，随后更名为华商水火保险公会。后又渐增数家人寿保险公

司，先后改组为上海保险公会和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以下

简称同业公会），以谋求华商同业联合。在同业公会的推动下，

1929 年，政府号召各主管机关的国有财产及国营事业由华商承

保，这为华商保险业成立一个更具规模的分保组织提供了条件。

华商保险界以此为契机，树立信誉，主张为保户力谋保障，以

免产生法权牵制和赔款纠纷的风险。

1931年，为团结一致，挽回利权，9家保险公司组成分保团，

实行组织分保，共负责任。在同业公会协调下，华商联合分保

团的规模扩大至 20 家华商保险公司。分保团的成立，得以能集

中 20 家公司的财力，承接大宗保险业务。

针对无正式联合组织的再保机构利权

外溢的情况，1933 年，9 家保险公司讨论

组建再保机构，发起成立华商联合保险

公司。公司资本实收 40 万元，国民政府

认官股 5 万元，特许其作为经营分保业务

的专业再保险公司。这标志着上海华商再

保险业迈出了重要一步，尤其是在制定合

理的船舶险费率方面形成了与外商竞争的

局面。

华商保险界在联合同业分保、再保的

同时，还积极推行联保，成立中国联合保

险总经理处。以互助互惠、共存共荣为原

则，建立互助委员会，为会员提供咨询服

务，促进华商同业协助合作事宜。这些做

法不仅有利于再保险事业的推进，而且夯

实了华商保险业的信誉。

二是力争保险文书改用中文，彰显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养老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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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本位。由于华商保险业自经营之始就是模仿欧美的做

法，所有一切章程保单都以英文为主。洋商保险公司还在英文

保单上规定，凡是发生与公司有争论的保险时，皆以保单中的

英文条款解释为准。因英文保险条款与中国实际往往不符，再

加上保险专业性强，即使是精通英文的国人也很难完全领会保

险条款的含义，造成因保险赔偿问题而发生纠纷争执之事较多。

1907 年，清政府修订法律馆编修了《保险业章程草案》，在第

七章“附则”中注明条款必须用中国文字，该草案虽未实施，

但突显了明确的民族自立意识。

经华商保险业的呼吁倡导，在民族保险业领导成员的参

与和支持下，华商保险界对《保险法》《保险业法》《保险

业法施行法》等进行多次修订，洋商保险业对此大力反对和

阻止。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法律的尊严，马寅初先生对外商的

非议反对撰文逐条进行批驳。在与外商进行反歧视、反压制

的过程中，同业公会一边组织保价委员会，一边与洋商火险

公会协商，就统一费率问题于 1931 年 9 月制订了《上海火险

保价规律》。

基于文字是中国民族文化之基、保险事业是国家经济命脉

之系的观点，1935 年同业公会决议，营业章程单据和寿险契约

一律改用中文，其余保险可中英文并用，以免发生误会、争执等。

为获取平等地位，同年，同业公会还选派代表与洋商公会代表

组成华洋联合委员会，共同处理中外保险公司申请处理的案件。

1936 年，公会成立保单译文委员会，聘请专家翻译各种保险条

款，负责对英文保单进行翻译勘误，并于 1937 年完成全部翻译

工作。为顺利推进保险文书改用中文，1937 年，国民政府颁布

《保险业法施行法》，规定“保险契约应用中国文字，其并用

他国文字者，以中国文字为准”。地方政府也在推动保险文书

改用中文之事，例如，1935 年，广东省财政厅训令各保险公司

的保险契约应一律采取中英文对照。1938 年，广东省财政厅还

致函驻地各外商保险公司，今后对厅所递函呈必须另备中文本。

可以说，这是近代民族保险业在与洋商保险业展开争利维权的

斗争中取得的一大胜利。

投身维权兴国运动，以尽国民之责

一是参与救国赎路爱国运动，打击洋商保险界。1921 年的

华盛顿和平会议就胶济铁路的归属问题，签订山东条约，规定

日本将胶济铁路及相关支路、各种附属产业等移交中国，中国

赎回胶济铁路需支付 3000 万元。因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支付，

而胶济铁路又关系着国家存亡，国内民众爱国热情高涨，各地

形成了以筹款赎路为号召的爱国运动。

华商保险界各团体坚持筹款赎路，投身于救国赎路运动中。

1922 年，在为收回山东胶济铁路而开展的“赎路储金”运动中，

上海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提供了赎路储金 100 万元。同时要求政

府为赎路款，不得另行举债，将来路权收回后，应归民有民办，

对于收到的赎路款发放相应债券，路权收回后有盈余时发放债

券红利。

二是参与对日“经济绝交”爱国运动，抵制日本侵略。

1931 年，日本侵略东三省，华商保险业为共挽国运，积极投

入“经济绝交”爱国运动中。同业公会通告同业一致停市停业，

表达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反对和反抗。宁绍商轮公司水火保险部

致函同业公会，建议代日行兜揽营业的买办经理员等，限期退

出，勿为洋商服务，以表达民族保险业对日经济绝交的决心。

同时也向全国同胞发出倡议，不要再向日商投保。华商保险界

号召各界各业团结一心，实行经济绝交，以实际行动抵抗日本

侵略。

华商保险界不仅向同业还向各界同胞倡议“对日经济绝交”，

主张因内忧外患空谈不足救国，而应落于实处。例如，倡议同

胞和洋商保险脱离关系，不再向洋商投保，保险同业不再为洋

商经理保险，新闻界不为洋商代登广告等。

三是参与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支援抗日战争。1937 年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商保险界通过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支援抗战。上海华商保险界组织“保险界战时服务团”，以救

济救护慰劳服务为目的，发起“每日一角捐款运动”，将所得

款项用于解决难民和伤病的给养。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后，

各地难民聚集于租界一隅，面对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同胞，

同业公会分别给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捐助三千元，用

于救济难民。上海国际救济会在南市设立难民区时，同业公会

再捐伍百元。华商保险界为抗战提供物质关怀，不仅是对受灾

难民的救援之举，也是对抗日救亡的支持。

华商保险界除开展劝募、救济同胞活动之外，还积极进行

抗日宣传和战地慰问等活动。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华

商保险界成立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保联），

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团结保险业从业人员和民众，一起支援抗

日战争。在地下党的领导和保联的支援下，培养了不少具有保

险专业知识的进步人士，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了新四军，坚守在

抗战第一线；有的转辗多次去到大后方，支援保险业的发展，

支持战时运输兵险和陆地兵险的开办，成为支援抗战初期大后

方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还为新中国开拓人民保险事业打下了

基础。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商保险公司欲替代英美操纵

保险市场，上海保险界的进步人士组织太平、久联、大上海等

分保集团，开展不与日商合作运动，依靠民族团结的力量，解

决了溢额分保问题，也成为近代华商保险业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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